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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近３０年来的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历史资料，以及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的现场调查
数据，从长江口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变化特征出发，分析了其长期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旨在阐明底栖
动物群落的演变趋势，识别其重要演变时段。同时结合长江口海域近５０～６０年来的入海径流量和
携沙量变化、营养盐和ＤＯ等水质特征变化，分析底栖动物群落的变化原因。分析结果表明，长江
口底栖生物群落的变化可大体分为３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底栖生物群落无论
物种数、生物量都维持相对较高的水平；第二阶段发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至２００５年，由于受到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底栖生物群落的上述指标都有所降低，表明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干
扰的加剧；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５年之后至现在，由于长江口水域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底栖生
物群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通过对长江口海域各种环境因素的分析表明，底栖生物群落变化受
到长江口区域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的共同影响，变化趋势也与环境因素的变化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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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底栖生物作为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海洋食物网和沉积物－水层界面的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环境指示生
物，与其他生物类群相比，底栖动物具有更多的优
点，如：不易移动或移动范围有限；具有较长的生命
周期；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消费者营养级水平，能完成
一个完整的生物积累过程；以及易于分类和统计等
特点，因此其群落结构特征常被用于监测人类活动
或自然因素引起的长周期海洋生态系统变化。对底
栖动物群落结构进行长周期变化和趋势的研究，已
在不同海域开展了较多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
果［１］。然而，由于这样的研究需要长期和大量的数
据积累以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也限制了其在各类
海域的普遍展开。

长江口位于２９°３０′～ ３２°００′Ｎ，１２１°００′～
１２４°００′Ｅ之间，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为１５．２～１５．７℃［２］。我国对长江口底栖生物的大
规模调查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在之后的几
十年时间内，随着一系列研究项目的实施，有关长江
口底栖生物的种类组成、群落结构、功能组因、次级
生产力等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人们对长江口底栖生
物的认识也逐渐深化［３－５］。长期以来，长江携带入
海的大量的泥沙（４．８６×１０８　ｔ）、营养盐以及两岸城
市群排放的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等［１０］、以及其他各
种人类活动如围垦、大型水利工程建设、跨海和跨江
大桥建设、过度捕捞等已造成长江口生态系统的功
能衰退，上述因素对栖息于河口底栖生物的物种多
样性和资源量而言，产生的影响更加严重［１１］。李宝
泉等［１２］利用２００２年９月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调查
资料，采用ＡＢＣ曲线对长江口底栖生物群落健康状



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底栖动物群落在靠近长江口
的一些站位显示出受到一定程度的轻微污染扰动的

趋势；而距长江口较远区域尚未受到干扰。周晓蔚
等［７］根据２００５年长江口底栖动物调查资料，采用底
栖动物完整性指数对该区域进行健康评价，结果表
明长江口及毗邻海域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本文主要
采用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０年的调查数据进行现状分析，并
结合相同海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分析长江
口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演变特征。同时结
合长江口海域近５０～６０年来的入海径流量和携沙

量及水质特征变化，探讨在相应时段底栖动物群落
演变的原因。

２　材料和方法

２．１　调查海域及取样方法
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１０年３月进行的２个航次

调查中，共设置调查站位２５个，其中２００９年调查

２１个，２０１０年调查１９个，两年重复调查站数为１５
个。调查水域位于２９°５４′～３１°３６′Ｎ与１２１°０２’～
１２２°４５′Ｅ之间（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长江口调查站位

　　两次调查皆采用面积０．１ｍ２ 的箱式采泥器取
样，每站成功取样２次计算为一个样品。泥样用孔
目为０．５ｍｍ的筛网冲洗，标本用７５％酒精现场固
定，在实验室中进行分类鉴定、个体计数以及称重
（湿重）等工作［１４］。
２．２　数据处理和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以及英国普林矛斯海洋研究所

开发的ＰＲＩＭＥＲ６．０软件进行分析。
在进行底栖动物年际变化分析时，尽量选择与本

两次调查具相似区域和调查季节以及近似采样方法

所获得的有关物种数量、栖息密度和丰度等数据，但
由于以往调查者的偏重点有所差异，因此调查站位很
难完全一致。本文采取统计长江口邻近水域而没有
具体到采样站位的方式，进行现状和历史资料的比
较，以分析该水域大型底栖动物的长期变动情况。

３　结果

３．１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大型底栖动物的空间分布现状
３．１．１　种类分布

２００９年４月航次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５４种（另

有拖网定性种类５８种），其中多毛类３８种，占

７０．４％；软体动物７种，占１２．９６％；甲壳动物３种，占

５．６％；棘皮动物２种，占３．７％；底栖型鱼类１种，占

１．９％；其他种类３种（纽虫、星虫、薮枝螅各１种）。

２０１０年３月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３０种，其中
多毛类２１种，占７０％；软体动物４种，占１３．３％；甲
壳动物３种，占１０％；棘皮动物２种，占６．７％；其他
类群２种，占６．７％。

３．１．２　丰度和生物量

２００９年，调查区域大型底栖生物丰度值范围为

０～１　２３０个／ｍ２（其中２个调查站位未采到生物），

平均值为２１２．３８个／ｍ２，其中位于长江口外的３个

站数值明显高，分别达到１　２３０，１　０６０和９６０个／

ｍ２，主要是由于双形拟单指虫（Ｃｏｓｓｕｒｅｌｌａ　ｄｉｍｏｒ－
ｐｈａ）和昆士兰稚齿虫（Ｐｒｉｏｎｏｓｐｉｏ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ｉｃａ）
分布密度较高。而位于长江口内侧的站位大型底栖
生物的丰度均相对较低，且大体沿长江口内侧向外
缘增加。

２０１０年，调查区域大型底栖动物的丰度值范围

５３１３期　刘录三等：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演变过程及原因探讨



为１０～２９０个／ｍ２，平均值为７０个／ｍ２，与２００９
年相比，明显偏低。其中位于长江口外的一个站数
值明显高，达到２９０个／ｍ２，主要也是由于该站采集

到大量双形拟单指虫。而位于长江口内侧站位的大
型底栖生物丰度相对较低，区域整体水平分布也是
长江口外侧大于内侧（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长江口大型底栖生物丰度的水平分布（个／ｍ２）

　　２００９年，大型底栖生物生物量值范围为０～
８３．５ｇ／ｍ２，平均值为１０．９０ｇ／ｍ２，其中位于长江口
外缘四个站的数值明显高，超过２７．３ｇ／ｍ２，最高值
达到８３．５ｇ／ｍ２，主要是由于采集到底栖型鱼类所
致。而位于长江口内侧的站位大型底栖生物的生物
量均相对较低。由于不同底栖动物的个体存在大的
差异，某些大型种类如鱼类被采到的几率不确定，因
此导致底栖生物的生物量水平分布无明显规律。但

整体上，长江口外侧水域大于内侧水域。

２０１０年调查发现，该区域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量
范围为０．１～８３．４６ｇ／ｍ２，平均值为９．１２ｇ／ｍ２，与

２００９年相比，略有下降。水平分布也与２００９年基本重
叠，其中４个生物量较高的站位中，有３个重叠。最高
值为８３．４６ｇ／ｍ２，主要是由于该站采到３个棘刺锚参
（Ｐｒｏｔａｎｋｙｒａ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除未重叠的站位外，２年内底
栖生物生物量的水平分布基本相同（图３）。

图３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长江口大型底栖生物生物量的水平分布（ｇ／ｍ２）

３．１．３　物种多样性

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２０１０年３月长江口海域底栖生
物的三项多样性指数均较低（表１），说明该海域生

物群落物种多样性较低，分布的均匀度和物种的丰
富度均不高。

表１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长江口大型底栖生物物种多样性

调查航次 丰富度指数（Ｄ） 均匀度指数（Ｊ）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ｌｏｇ２ｎ）

２００９　 ０．８７±０．７９　 ０．８０±０．２１　 １．３６±１．１１

２０１０　 ０．４６±０．３５　 ０．８４±０．１４　 １．０８±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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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演变

３．２．１　物种数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长江口附近海域大

型底栖动物的物种数发生了较大的波动。从７０年

代末、８０年代初的１５３种，降至９０年代的平均２８
种。２００５年后，物种数又有所增加，达到５０余种，
最近一次２０１０年春季调查中，则在该区域发现３０
种（表２、图４）。

表２　长江口底栖生物种类组成的变动

调查时间 总种数
种类数及所占比例／％

多毛类 软体动物 甲壳动物 棘皮动物 底栖鱼类 其他
参考文献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１５３　 ５２（３４．０）＊ ３５（２２．９） ４１（２６．８） ０（０） ２５（１６．３） ①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１５３　 ５１（３３．３） ３３（２１．６） ３７（２４．２） ３（２．０） ２７（１７．６） ２（１．３） ［１５］

１９８８　 １３５ 　— 　— 　— 　— 　— 　— ［１６］

１９９０　 ３２　 ５（１５．６） ５（１５．６） ８（２５） １（３．２） ９（２８．１） ４（１２．５） ［１７］＊＊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３５　 ６（１７．１） ５（１４．３） ９（２５．７） １（２．９） １０（２８．６） ４（１１．４） ［１８］

１９９６　 ３０　 ５（１６．７） ８（２６．７） ７（２３．３） １（３．３） ８（２６．７） １（３．３） ［１７］＊＊

１９９８　 ２４　 ６（２５） ２（８．３） ９（３７．５） ０（０）　 ６（２５） １（４．２） ＊＊＊

２００２　 １９　 ３（３１．６） ６（３１．６） ３（１５．８） １（５．３） １（５．３） ２（１０．５） ［５］

２００５　 ６２　 １７（２７．４） １４（２２．６） ２７（４３．５） ４（６．５） ０ ０ ［１９］

２００７　 ５０　 ２６（５２％） ９（１８） ８（１６） ４（８） ０　 ３（６） ［１６］

２００９　 ５４　 ３８（７０．４） ７（１２．９６） ３（５．６） ２（３．７） １（１．９） ３（５．６） 本次调查

２０１０　 ３０　 ２１（７０） ４（１３．３） ３（１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本次调查

　　注：①东海污染调查监测协作组．东海污染调查报告（１９７８—１９７９）［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４；＊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种类组成比例

（％）；＊＊含阿式拖网样品；＊＊＊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二、三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修订稿），２００１；“—”为没

有调查数据。

图４　长江口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总数及各主要类群物种数的年际变动（图中黑线为趋势线）

３．２．２　生物量
自１９５９年以来，长江口附近海域大型底栖动物

的生物量也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变化和波动的模式
与物种数相似，都是在１９８８年之前数值较高（平均

２０．４４ｇ／ｍ２），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５年末数值偏低（平均

６．９１ｇ／ｍ２），从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年开始，数值又有所增
加（平均１４．３７ｇ／ｍ２）。（表３、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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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长江口底栖生物生物量（ｇ／ｍ２）的年际变化

调查时间 平均生物量 多毛类 软体动物 甲壳动物 棘皮动物 鱼类 参考文献

１９５９　 ２１．９５　 ３．６３（１６．５）＊ ５．１５（２３．５） ０．８１（３．７） ９．６１（４３．７） 　 　— ①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２４．２ 　　— 　　— 　　— 　　— 　 　— ［１５］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２１．７５　 ３．４５（１５．９） １０．２６（４７．２） １．７３（７．９） ４．１９（１６．３） 　 　— ［３］

１９８８　 １３．８７ 　　— 　　— 　　— 　　— 　 　— ［１６］

１９９６　 ８．６６　 ０．４（４．６） ６．４６（７４．６） ０．７２（８．３） 　 　— ［１７］＊＊

１９９８　 ４．７９ 　　— 　　— 　　— 　　— 　 　— ＊＊＊

２００５　 ８．５２　 ４．０１（４７．１） ０．９２（１０．８） １．０３（１２．１） ２．５６（３０） 　 　— ［１９］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１９．９０　 ８．６４（４３．４） ４．８３（２４．３） ２．９６（１４．８） ２．３５（１１．８） 　 　— ［４］

２００７　 １７．５７ 　　— 　　— 　　— 　　— 　 　— ［１６］

２００９　 １０．９０　 ４．０２（３６．９） １．１７（１０．７） ０．１４（１２．８） ０．２３（２．１） 　　５．０６ 本次调查

２０１０　 ９．１２　 ５．１６（５６．６） ０．３９（４．３） １．０（１１．０） ２．５２（２７．６） 　 　— 本次调查

　　注：①全国海洋综合调查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海洋组综合调查办公室编。＊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种类组成比例（％）；＊＊含

阿式拖网样品；＊＊＊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二、三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修订稿），２００１；“—”为没有调查数据。

图５　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物种生物量及各主要类群生物量的年际变动

３．２．３　丰度
从图６可以看出，２００５年之后长江口海域大型

底栖动物丰度明显增加，从之前的２１．６～６４．０个／

ｍ２，迅速增加至１３８个／ｍ２（２００５）和２１２．３８个／ｍ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则又下降至７０个／ｍ２（表４、图６）。

３．２．４　群落结构组成
物种组成方面，各主要类群物种数在群落中的

比例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多毛
类、甲壳动物和底栖鱼类，多毛类从２００９年之前所
占群落比例范围１５．６％ ～３４％，近两年迅速增加
至７０％；甲壳动物则呈现相反的趋势，从２００９年之
前的１５．８％ ～４３．５％迅速降低至５．６％（２００９年）

图６　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平均栖息密度的年际变动

和１０％（２０１０年）；底栖鱼类也明显减少，１９７８至

１９９８年期间所占比例为１６．３％ ～２８．６％，２００２年
后已很少采到，其所占比例也降至０～５．３％；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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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８．３％ ～３１．６％，最低值出现在１９９８年，最
高值出现在２００２年春季，其余年份呈现无规律或在
正常范围内波动。棘皮动物从２００２年后呈增加的
趋势，所占比例也由２０００年前的０～３．３％增加至

３．７％ ～６．５％。
群落中各主要类群生物量所占比例也发生明显变

化，其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多毛类，其从１９８６年之前所

占群落比例范围１５．６％ ～１６．５％，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６年
增加至４３．４％ ～４７．１％，２０１０年增加至５６．６％。
在各类群的丰度组成变化方面，由于缺乏更详

细的数据统计，各类群所占比例的年际变化不如生
物量变化明显。但大体也呈现一种趋势，即２００５年
之后，多毛类的丰度明显增加，导致群落丰度的整体
增加，是丰度的最大贡献者（表４）。

表４　长江口底栖生物丰度（个／ｍ２）的年际变化

调查时间 平均丰度 多毛类 软体动物 甲壳动物 棘皮动物 鱼类 参考文献

１９９６　 ３６．８８　 ２１．４５（５７．８５） ９．３８（２５．３） 　　— ８．３（３．７５） 　　— ［１７］＊＊

１９９８　 ６４．００ 　　— 　　— 　　— 　　— 　　— ＊＊＊

２００２　 ２１．６０ 　　— 　　— 　　— 　　— 　　— ［５］

２００５　 １３８　 １１４（８２．６）＊ １１（８．０） ６（４．３） ７（５．１） 　　— ［１９］

２００７　 １５０　 １１８（７９．１） １２（８） ９（６） ６（４） ［１６］

２００９　 ２１２．３８　 １９３．７３（９２．１） ８．５８（４．０４） ３．３３（１．５７） ０．９６（０．４５） ０．９５（０．４４） 本次调查

２０１０　 ７０　 ５５．７９（７９．７） ２．６３（３．８） ４．７３（６．８） ４．２（６．０） 　　— 本次调查

　　注：＊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种类组成比例（％）；＊＊含阿式拖网样品；＊＊＊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二、三期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修订稿），２００１；“—”为无调查数据。

３．３　群落变化的 ＭＤＳ分析

ＭＤＳ分析表明，３０年来，长江口区域的大型底
栖动物大体经历了３个主要阶段：稳定期（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前）、受干扰期（１９９０ｓ—２００５）和缓慢恢复
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平均生物量缺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之前的资料，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的资料表明，其
变化也呈现类似的特征（见图７）。

４　讨论

开展底栖生物长周期的调查和分析，是定量研
究环境条件长期变化引起的生物响应的较好的方

法［２０］。过去３０年来，长江口大型底栖生物群落在
物种数、生物量、丰度以及群落结构组成等方面都发
生了较大的变动，具体表现为寿命长、具有高竞争力
的Ｋ 对策种的优势地位正逐渐丧失，而被寿命短、
适应能力宽、具有高繁殖能力的Ｒ 对策种所取代，
这是种群繁殖策略上的一种改变，以适应长江口水
域越来越不稳定的自然环境［５］。随着人类活动的影
响加剧以及自然环境复杂多变，这种以体型小、生长
周期短的物种为主体的长江口水域底栖生物群落结

构特征在短时间内难以逆转，并有愈来愈明显的趋
势。已有的研究表明，长江口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
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河口水文动力［２１］、河口
以上大型水利工程［２２］、围垦［２３］、航道工程［５］、沉积物

粒径和盐沼高度［２４］等。总之，长江口底栖动物群落
结构变化并不能归因于一种或几种环境因素的变

化，而是气候变化［２５］和人类活动干扰这两种因素影
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２６－２８］。
结合３０年来长江口区域发生的气候变化和人类

活动产生的干扰，如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后期运行
导致长江入海径流量、携沙量的变化，加速了长江三
角洲的演化进程，并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生态影响，包
括沉积环境的改变，河口水体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变化
等。由于本文所引用的底栖动物资料和环境资料，很
难做到在时间和空间上准确地一一对应，因此我们把
长江口水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讨论底栖动物群落的
变动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影响和响应关系。

４．１　物理因素的变化
许多研究工作表明，底栖生物群落直接受到各

种物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温度、水动力状况、降
雨和淡水注入量［２９］，以及沉积物类型和粒径等［３０］。
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底栖生物群落的分

布和组成特征。在这些因素中，对长江口水域环境
带来较大的影响的是多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三峡大

坝等大型蓄水工程，引起的长江入海径流量和携沙
量的改变。
入海径流量的变化引起区域盐度和营养盐输入

的差异，而盐度的变化引起群落中淡水种和咸水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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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组成的变化，并导致两者在群落中处于不稳定状
态。入海泥沙的改变，直接引起河口三角洲及邻近
海岸的冲淤演变，对河口三角洲地区的工程、环境、
湿地、生物多样性等都将产生严重影响［３１］。长江下
游大通水文站观测资料显示，１９５９—２０００年间长江
平均输沙量为４．３２亿ｔ／ａ，其中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
代为４．６８亿ｔ／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平均值为３．５２亿

ｔ／ａ，减少了约２５％。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更下降至约

２．５亿ｔ／ａ［３２－３３］。而长江入海径流量主要呈现波动
变化，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由于长江入海泥沙
以细颗粒物质为主，入海泥沙数量减少，含沙量也明

显降低。大通站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的平均含沙量

０．４８ ～ ０．５５ｋｇ／ｍ３，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仅为

０．３６ｋｇ／ｍ３。含沙量的降低使得河口有机物质吸
附的载体减少，必然引起水质发生变化。Ｃｕｒｒｉｅ
等［２９］连续六年对澳大利亚Ｐｏｒｔ　Ｃｕｒｔｉｓ的底栖动物
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底栖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和分布
密度与水体中的浊度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高浊度
能够提高该水域底栖动物幼体的补充和生长。同
时，河口沉积过程和河势也将随着流域来沙量的减
少产生相应的变化和调整［３２］。

图７　长江口底栖动物物种数量，生物量和丰度年际变化的 ＭＤＳ分析（基于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相似性系数，数据

经平方根转化，图中数字为不同年份相应的物种数量、生物量和丰度值。ＭＤＳ应力值ｓｔｒ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为０）。

４．２　化学因素的变化
温度影响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从而影响生

物的种类数量、生物量和分布范围［３４］。朱鑫华等［３５］

曾报道底栖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与水温的逐月变化

规律多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中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
采样站位、采样方式及数据处理方法基本一致，但是
物种数及丰度却存在较大差别，在其他环境因子在
一年的时间内变化不大的前提下，我们推测主要影

响因素是水温。由于２０１０年采样时间比２００９年提
前１个月，２００９年４月底层水温为１３～１６．１℃，
而２０１０年３月底层水温较低，为８．８～１１．５℃，底
层水温不同对底栖生物群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导
致２０１０年底栖生物种类较少，丰度偏低。此外，盐
度对底栖动物的分布和组成有明显的影响［３６］。溶
解氧对底栖动物的存活、生长至关重要，研究证实低
氧对蟹类［３７］、鱼类［３８］的生存都有负面作用，引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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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竞争能力下降甚至死亡［３９］。ＤＯ的变化对于
浅水区的底栖动物可能影响较小，但对于深水区泥
质底栖息的大型底栖动物的年际变化影响较大［３６］。
在缺氧区，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生物量、栖息于
沉积层５ｃｍ以下的种类所占比重低以及机会种（如
某些环节动物）取代平衡种（如寿命较长的双壳类和
多毛类的竹节虫），在丰度和生物量方面成为优势类
群［４０］。长江口外存在严重低氧区，含氧量最低值达

１ｍｇ／Ｌ，低氧面积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的约１　８００
ｋｍ２ 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５　４００ｋｍ２，氧亏损量从

１９９９年的１．５９×１０６　ｔ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６９×１０６

ｔ［４１］。此低氧区的存在必然对该水域底栖生态系统
乃至东海陆架区生源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

较大影响［４２］。长江口季节性低氧区的存在，可能不
会完全破坏其底栖生态系统，但对底栖动物组成存
在明显影响。在低氧区，多毛类和棘皮动物占绝大
多数，说明这两类生物能够适应季节性低氧区的相
对缺氧环境。同时，季节性低氧区内的站位也发现
了丝异须虫（Ｈｅｔｅｒｏｍａｓｔｕｓ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小头虫
（Ｃａｐｉｔｅｌｌａ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和短脊虫（Ａｓｙｃｈｉｓ　ｓｐ．）等耐
受低氧环境的底栖种类，而对氧浓度敏感的钩虾属
（Ｇａｍｍａｒｕｓ）只出现在底层溶解氧浓度较高的站
位［４３］。
水体富营养化会影响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４４］，

底栖动物的各种特征参数都与有机质污染源在时间

和空间上存在明显关系［４５］。中等程度的有机质污
染可能导致底栖动物在物种丰富度，丰度和生物量
方面都高于受高度污染或低水平有机质污染的区

域［４５－４８］。这种情况也符合群落的中等程度干扰假
说。长江口碳、氮、磷、硅多年平均的年通量分别为：

１　１９５×１０７，３　１１５×１０５，５　１６９×１０３，３　１１７×１０６　ｔ／ａ。
元素浓度多年间的变化特征可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
元素浓度比较稳定，波动较小，主要是ＨＣＯ－３；第二

类是主要呈上升趋势，主要有 ＮＯ３－，ＮＯ２－，ＰＯ３－４ ；
第三类是表现出一定下降趋势，主要是游离ＣＯ２，

ＮＨ＋
４ 和ＳｉＯ２－［４９］３ （图８）。

图８　长江口海域海水化学指标的年际变动

有毒物质，尤其是来自工业和市政的点源污染，
会附着于沉积物颗粒上并最终集中于细颗粒的沉积

物中。ＤＯ浓度低时，沉积物中的高浓度有毒物质会
导致底栖动物群落各项特征参数降低［５０－５１］。长江
口沉积物中重金属及有机质的平均含量，虽然年际
间浓度都有波动，但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变化（表６）。

表６　历次调查中长江口沉积物重金属元素及有机质的平均含量

Ｆｅ（％）
Ｍｎ／ｍｇ·

ｋｇ－１
Ｐｂ／ｍｇ·

ｋｇ－１
Ｚｎ／ｍｇ·

ｋｇ－１
Ｃｕ／ｍｇ·

ｋｇ－１
Ｃｄ／ｍｇ·

ｋｇ－１
Ｃｒ／ｍｇ·

ｋｇ－１
ＴＯＣ（％） 沉积时间、沉积物来源 参考文献

１８．８　 １２．９　 ０．５９　 １８８７－１９１８年，柱状样 ［５２］

２０．８　 １４．８　 ０．５６　 １９１９－１９３９年，柱状样 ［５２］

１７．２　 １２．０　 ０．５６　 １９４０－１９５６年，柱状样 ［５２］

２１．４　 １７．５　 ０．６０　 １９５７－１９６７年，柱状样 ［５２］

２０．９　 １６．２　 ０．５４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柱状样 ［５２］

３．８８　 １９．７　 １０１　 ２２．２　 ３４．９　 ０．９２　 １９７９年，东海污染调查，表层样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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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　 ６８３　 １４５　 １９８１年，中美联合采样，表层样 ［５４］

１５．８　 １０１　 ２２．９　 ０．１４　 １９８８年，河口最大浑浊带，表层样 ［５５］

３．２１　 ６５３　 ３１．７　 ８８．８　 ２３．２　 ０．２４　 ８９．５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长江口调查，表层样 ［５６］

４．６　 ６８４　 ２４．５　 ７８．５　 ２４．５　 ６２．３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河口锋调查，表层样 ［５７］

４．５３　 ２２８　 １８．０　 １５．２　 ０．１６　 １９９４年，长江口南支，表层样 ［５８］

３．１２　 ６３４　 ３９．８　 ０．９０　 ２００６年，表层样 ［５９］

３．８９　 ７２０　 １８．２　 １０６　 １２．９　 ０．５９　 ９９．０ 长江口各元素环境背景值

４．３　生物因素
近１０年来，长江口浮游植物丰度保持相对稳定

（见图９），而叶绿素ａ浓度自２００５年即趋于升高。
浮游植物藻华（ａｌｇａｌ　ｂｌｏｏ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
底栖动物的补充、生长和存活：其一，改变底栖动物
幼虫、幼体和成体食物来源的质和量［６０－６１］；其二，藻
华导致ＤＯ降低，尤其是近沉积层处的极低ＤＯ值
会对底栖动物群落产生更严重的影响［６２］。３０多年
来，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暴发的赤潮主要集中在口外
佘山附近海域、花鸟山－嵊山－枸杞附近海域、舟山及
朱家尖东部海域，多发生在春夏两季；赤潮爆发次数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２次增加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

３３次，２０００年以后达到１２６次。除去未记录原因种
的赤潮，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引起赤潮暴发的原因种
中，最具优势的是东海原甲藻，其次为中肋骨条藻、
具齿原甲藻及夜光藻。尤其是２００３年以后，东海原
甲藻已成为该海区最为显著的赤潮原因种，且每年
该类赤潮均有发生［６３］。这些赤潮通过沉降和藻体
分解消耗水体溶解氧或产生毒素，对底栖动物产生
间接和直接的影响，但该影响的程度如何，迄今还没
有详细的研究。虽然近几年长江口水域藻华发生的
次数明显增多，但对底栖动物群落结构是否构成主
要影响还有待研究。

４．４　其他因素
调查过程中采用的采泥器种类和筛网的孔径不

同也会直接影响到底栖动物样品的统计结果。一般
地，箱式采泥器抓取沉积物量多于抓斗式采泥器，而
且密闭性好，能将沉积物及上覆水完好地采上来，后
一种采泥器的密闭性差，有时一些小个体的种类会
随水流掉。其次，调查范围的不同也导致了底栖生
物群落结构的差异。再次，利用不同孔径的网筛所

图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长江口水域表层叶绿素ａ
和浮游植物丰度的年际变化

造成的差异。Ｒｅｉｓｈ［６４］最早探讨了不同网筛孔径在
生态学调查中的重要性。研究已证实，０．５ｍｍ网
筛的使用在种类和数量组成上优于１ｍｍ网筛，尤
其对小个体的多毛类和钩虾类，使群落结构更加完
整，样品代表性提高。尤其是在底栖生物的繁殖季
节—春夏两季，０．５ｍｍ网筛的重要性尤为明显［６５］。

胶州湾大型底栖动物调查也发现，０．５ｍｍ孔径网
筛所获样品的总平均栖息密度、总平均生物量、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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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别是１．０ｍｍ孔径网筛所获样品的１．３６，１．１９
和１．１５倍；两种网筛所获的大型底栖动物样品对其
栖息密度影响最明显，对生物量、种数影响较小［６６］。
本研究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中的调查方式，大多使
用０．１ｍ２ 箱式采泥器或大洋－５０型采泥器，网筛
也多采用０．５ｍｍ孔径。因此总体对研究结果的影
响不大。
由于底栖动物群落是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

重要一环，受到许多复杂的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如幼
体的补充［３６］、竞争和捕食［６７］。底栖动物作为其他动
物的主要食物来源，如底层鱼类以及海鸟等，能显著
影响这些消费者的种类数量和物种组成情况［６８－７０］。

同时底栖动物发育早期的幼体阶段，大多营浮游生
活，也是大型浮游动物、水母等漂浮动物和鱼类及海
洋哺乳类的食物。不加限制且高强度的捕食现象能
快速降低某些种群的丰度以及新个体的补充，减少
种间竞争强度［６７，７１－７２］，由此对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
参数产生影响。
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影响底栖生物的

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众多，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
很难用一种或几种环境和生物因素的变化来解释底

栖生物３０年来的变化，更多是许多环境和生物因子
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底栖生物
本身也在慢慢适应这种影响，并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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